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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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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研究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重要影响,但缺乏对创新过程的整体考察和对创新过程各个

环节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 从过程的角度出发,考察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影响

企业创新产出。 提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功能的变化,对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了迥异又相互关联的影

响,重塑了企业创新过程的全流程,从多个方面弥补了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众多劣势,从而对企业创新产

出具有正向影响。 而且,这种关系对吸收能力较弱、重组潜力较低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作用更显著。 使用

A 股制造业企业 2007—2020 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支持了提出的假设。 并揭示了面对创新的高失败率,企

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解决创新过程各环节中的困难,从而驱动创新的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为数字化转型和

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解决创新困境、驱动技术创新提供了多

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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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nnovation output

LI Yu, LI Ji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a holistic examin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From a process perspective, we examine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all part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firms. We propose that the changes in firm function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ve had a very different yet interrelated impact on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which have reshaped the entire flow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firms, and compensated for the

many disadvantages of the firm in carrying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many ways, and thu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firms. Moreover, this relationship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firms with weaker absorptive

capacity, lower recombination potential, and smaller firm size. Using panel data of A-shar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2007 to 2020,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support our hypothesis. We reveal the deep logic behind how firms can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all parts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drive innov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high failure rate of innovation, provide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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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multiple insights for firms, especially SMEs, to solve their innovation

dilemmas and dr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sorptive capacity; recombination potential; SMEs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也是许多组

织创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1]。 鉴于创新

对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管理学、经
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创新影响因素以及

企业如何实现更好的创新进行了长期的关注。
创新实现并非易事。 创新具有耗费时间长、

耗费成本高且失败率高的特征。 创新经常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涉及创意产生、知识搜索和知识

重组[4]等多个过程和环节。 此外,实施创新需要

大量的研发、人才、资源和搜索等成本[5],还常伴

随着沟通和协调成本的显著增加[6]。 再者,创新

通常是高风险的活动,研究显示产品创新的失败

率高达 80% ~ 90% [7]。 因此,对于多数企业,成功

实现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对于成本承担能

力、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方面具有劣势,抗风险能

力弱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而言,创新则更加困难。
数字化的发展为企业创新带来了新的可能。

数字化改变了企业获取、存储和使用知识的方式,
使企业获取和重组知识变得容易和高效[8],进而

改变了创新各个环节的完成方式,为企业创新带

来了新的可能。 基于数字化对创新可能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已经对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考

察,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创新结果,考察了数据驱

动的动态能力[9]、投入数字化水平[10] 等因素对产

品创新、专利等创新结果[9,11]的影响。
然而,创新结果与创新过程息息相关[12],创新

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对创新的结果有重要影响。
少数研究已开始认识到数字化对创新过程可能的

影响。 例如,Austin 等[13] 和刘启雷等[14] 用案例研

究法分别考察了数字系统及数据要素对创新过程

中基于意外产生的创新和企业产品迭代、价值实

现的作用。 这些研究是对数字化和创新过程关系

考察的有力尝试,然而,这类研究目前还存在两方

面的局限性。 ①主要关注了创新过程中诸如创意

产生[13]和价值实现[14] 等个别环节。 然而创新的

各环节之间密切相关,缺乏对创新过程的整体考

察和对其各环节之间关系的考察,我们将很难揭

示数字化影响创新的深层逻辑,打开数字化和创

新结果之间的黑箱。 ②以案例研究为主,目前尚

缺乏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基于以往研究的局限性,本文从过程的角度

出发,聚焦于创新过程,考察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

企业的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影响企业的创

新产出。 从创新过程的角度,本文提出,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企业功能的变化,对创意产生、知识搜索

和知识重组等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了迥异又

相互关联的影响,重塑了企业创新过程的全流程,
从多个方面弥补了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众

多劣势,从而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而

且,这种关系对吸收能力较弱、重组潜力较低以及

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作用更显著。 基于 2007—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国泰安数据库

(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

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的发现支持了提出的假设。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①以往关于数

字化与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对创新结果

的影响,本文首次从创新过程的角度出发,考察数

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

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为数字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②本文阐明了数字化转型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全流程的理论机制,为数字化

转型和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

框架,从创新过程的角度揭示了数字化驱动创新

的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丰富和深化了数字化与创

新研究领域的研究;③本文指出吸收能力、重组潜

力和企业规模是影响数字化转型、创新过程和创

新产出关系的情境因素,并揭示了其影响机制,
是对数字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延伸;④以往关于

数字化与创新过程的研究多局限于案例研究,本
文则基于大样本的二手数据进行考察,为数字化

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本文

揭示了面对企业创新的高失败率,通过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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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来解决创新过程各环节中遇到的困难,从而驱

动创新的背后的深层次的逻辑,为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解决创新困境、驱动技术创新提供了多重

启示。
一、理论基础

(一)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

创新是过程和结果的结合体[12]。 以往学者主

要从两个角度对创新过程进行了考察:①以 Dziallas
等[15]为代表的研究以产品为核心对创新过程进行

了考察,认为创新过程包含了产品战略、产品定

义、产品概念、测试和验证阶段、生产、最终产品和

市场投放等步骤;②更多的学者则主要聚焦于创意

和知识元素,并从知识元素的角度对创新过程进行

了多方考察。 例如,部分研究指出,创新过程包含了

创意产生(新想法的出现)、发展(新想法的阐述;收
集、测试和筛选创意)和实施(指以商业化的形式实

现价值,包含创新的广泛接受以及更好的程序、实
践或产品被个人、群体、组织或更广泛的社会所采

用) [16]。 Schumpter[17]指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

新组合。 基于 Schumpter[17] 对创新的解释,Savino
等[4]认为创新是现有组成部分的新组合,并强调

搜索和重组现有知识要素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环

节。 创意发展的过程包含了必要的人员、元素和

即兴创作与实验等流程,知识搜索和重组对应了

其中的元素和实验。 由此可见,创意发展包含了

知识搜索和知识重组。
数字化带给企业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改变了

企业获取、存储和使用知识的方式[8]。 本文因此

从知识元素的角度考察数字化如何影响创新过

程,并进而影响创新绩效。 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

提出创新过程包含创意产生、知识搜索和知识重

组 3 个环节①。 ①创意产生。 指新颖有用的想法

的产生[16]。 ②知识搜索。 搜索活动被定义为涉及

“操纵和重新组合与特定经济环境相关的实际技

术、组织理念以及技能”的活动[18]。 知识搜索的

目的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③知识重组。
指将新事物放在旧的组合中,或者将旧事物放在

新的组合中[19]。 新发明来自于现有知识要素的有

效重新组合或“混合和匹配”,即知识重组是实现

创新的方式。 创意产生、知识搜索和知识重组三

个环节相互联系。 创意决定了后续创新步骤的实

施方向,知识搜索和知识重组都服务于实现创意。
知识搜索是知识重组的要素来源,搜索到所需的

知识组成部分,并找到实现最佳组合的方式是实

现知识重组的前提[4,20]。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表现直接影响创新结

果[11]。 创新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其结

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创新各个步骤总体的完成

情况。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存在众多定义[21]。 本文采用

Vial[21]提出的定义,即数字化转型是“通过信息、
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引发实体属性的重

大变化,从而改善实体的过程”。 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实际上是企业的全方位要素与数字技术的深度

融合[22]。 数字技术嵌入到企业相关的物理物品

中,使它们具有了可编程性、可寻址性、可感知性、
可通信性、可记忆性、可追溯性和可关联性。 基于

这些属性,可以确定数字化转型企业基于数字技

术可以实现的 6 种功能:编程、感知、通信、记忆、追
溯和关联[25]。

为了进一步理解 6 种功能的具体含义,本文结

合现有定义[23]和实例对其加以解释。 第一,编程

功能。 数字技术可以将软件功能嵌入到物理物品

中,基于这些嵌入式的计算能力,物理物品变得可

编程,从而可以执行多种功能并使其更具延展性;
第二,感知功能。 通过将小型传感器嵌入到物理

物品和场所中,数字技术使其具备收集不同类型

信息和感知环境的能力,从而可实现监控和响应

环境变化;第三,通信功能。 数字化工件(指将数

字能力集成 /嵌入到物理物品中的组合体)可以通

过内嵌的数字通信功能与其他的数字化工件、基
础设施和参与者之间发送和接收信息等;第四,记
忆功能。 基于内部或外部存储设备,数字化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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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记录和存储其生成、感知或传递的信息;第
五,追溯功能。 具有可感知性、可记忆性的数字化

工件以及这些工件和用户之间的联系将产生大量

的数字痕迹,记录了它们的状况、移动轨迹以及与

他人互动的情况。 因此,数字化工件在时间和空

间上都是可追溯的;第六,关联功能。 语义网等数

字技术的最新发展使与参与者、数字化工件、地点

和事件相关的信息变得可关联,基于某些公共共

享属性可实现与其他实体(如其他工件、地点和

人)的共同识别。
(三)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

已有研究已经采用不同的理论机制和框架对

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包括:Lyytinen 等[27] 描述了数字基础设施的五种

新特性在支持产品创新的各类创新网络中的知识

创造和共享中的作用。 Opazo-Basáez 等[28] 通过考

察数字服务创新对不同技术创新的采用情况的影

响效果以寻求最佳的技术创新配置。 Blichfeldt
等[29]通过评估数字技术中采用的技术数量和技术

的使用程度分析了数字技术采用与产品创新能力

之间的关系。 孙国锋等[10] 从互联网发展、产业结

构调整角度探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区域绿色技

术创新的理论机制。 郑志强等[30]基于数字化转型

的特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中

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的影响。 刘启雷等[14]选择

具有智能制造典型特征的案例企业考察了数字化

对产品创新过程中企业产品迭代和实现价值创造

的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对数字化转型

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是主要聚

焦于考察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或不同类型的数字化

转型对不同种类的技术创新的结果、能力以及产

品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创造和共享、产品迭代和价

值实现的影响。 忽略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功能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环节和步骤的影响机制的考察。

但是,创新过程的完成情况直接影响了创新结果,
对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过程各步骤之间关系的

考察对于我们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结果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假设发展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创新过程的角

度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赋能的新功能,影响了企

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意产生、知识搜索和知识重

组 3 个步骤的实施方式。 通信、感知、记忆和编程

功能影响了创意产生,通信、关联、追溯、感知、编
程和记忆功能影响了知识搜索,通信、编程以及记

忆功能影响了知识重组。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

述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赋予的新功能对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实施带来的影响,图 1 显示了

归纳过程。
1. 创意产生

数字化转型对创意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首先,数字化转型使创意的产生更加及时和

容易。 需求可以拉动创新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企业可以从市场需求中挖掘新创意。 数字化转型

从两个方面助力企业从市场需求中挖掘创意。 一

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定位新需求。 用户通过

社交媒体和众包系统等软件和平台分享与产品相

关的评论或共同创造新的想法和需求为商家提供

了有关客户期望、需求和需求变化的重要信号。
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通信功能使企业可以及时接

收这些信号[23] ,并基于这些信号快速定位新需

求,进而提出新创意以响应客户需求。 另一方

面,有助于识别隐藏需求。 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感

知功能有助于企业收集不同类型的信息,其中包

括涵盖了客户隐藏需求的行为偏好信息[31] 。 而

对客户多维需求偏好的分析,有利于帮助企业产

生最佳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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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转型企业基于数字技术可实现的六种功能影响创新的过程机制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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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数字化转型企业更容易识别新想法。
从各种社交媒体上免费获得想法的过程需要克服

两种挑战:①公开信息繁多冗杂,难以筛选;②预

处理信息的任务繁重。 网络社区中的信息通常以

非结构化文本的形式存在,在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之前需要进行筛选和预处理,传统的手动筛选和

编码这些信息为结构性信息的方法可行性较低且

成本高昂。 基于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记忆和编程功

能为克服这两种挑战提供了可能:①依托于记忆

功能,数据仓库可以存储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数

据,甚至可以实现永久存储;②依托于编程功能,
使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帮助企业自动执行

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识别有用信息的任务以实现从

巨量的信息中获取隐藏的、有效的和可理解的信

息;③通过编程功能执行预处理信息的任务,可实

现清洗信息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用形式,从而便

于通过数据分析识别有用的新想法[8]。
再次,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支持意外性创新

点的产生。 有价值的创新点可能来源于意外性事

件,数字化转型塑造了意外性事件发生的环境。
数字化转型企业借助数字工具可以实现将物理物

品以数字形式表示[32]。 以数字化形式表示的物理

物品更容易被改变、被转移和共享,为协作和实验

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变化为生产性意外事件

的发生提供了新的场所。 然而,企业若想拥有数

字化形式的物理物品信息则至少需要利用记忆功

能来记录、存储、转移和共享信息[25]。
2. 知识搜索

知识搜索指对已知知识要素和组合的探索,
目的是搜索可用于重组的关键有用的知识元

素[4]。 知识的来源主要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33]。
两种来源的知识在创新重组中的作用并不一样。
基于组织内部知识被转移的便利性、低获取成本

和更易被消化和吸收的特征,组织内部往往是知

识搜索的首选。 已经被深刻理解的内部知识在促

进渐进式改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4]。 组织外部的

知识搜索则是创新重组所需的互补知识和新知识

的重要来源,外部知识对于激发激进的创新具有

重要作用[34]。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分析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知识搜索的作用机制。
(1)数字化转型对内部知识搜索的影响

企业内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会存在障碍。
一方面,企业内部不同的环节、模块和部门的内部

和相互之间会形成“数据孤岛”,这会阻碍企业内

部知识元素的流通和传递。 另一方面,信任在促

进知识的有效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

发现组织成员互动可以通过弱化组织边界和提升

成员相互间的信任度促进知识跨边界的流通和传

递以解决上述障碍。
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通信功能有利于加速企业

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 例如,通过在线社交

网络平台等便捷的通信平台,可以帮助企业调动

企业内部关系资本类的社会资本资源③[36],作为

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关系资本的调动促进

了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密集的在线互动,相互交织

的网络使组织成员能够接收组织内各部门之间

丰富的知识,弱化了组织边界对知识传递的限

制。 另外,更多的互动也有助于组织成员相互之

间信任度的提升,信任使知识传递者相信相关知

识会在预期内被使用[37] ,有利于促进知识转移。
因此,组织成员间互动的增加提高了组织内部知

识的流通性,降低了各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提高了发明人在组织内部搜索知识的效率和

效果。
(2)数字化转型对外部知识搜索的影响

外部知识在企业创新中具有内部知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外部知识的搜索却面临着

多种困难:①难以识别和精准定位所需知识;②知

识拥有者会采取措施防止知识外泄,造成信息不

对称。
外部知识来源的范围广泛,包括高校、供应

商、客户和竞争对手等[4],且不同来源的外部知识

在创新重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外部知识来源

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企业难以识别并精准定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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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知识。 而关联功能可以通过帮助企业与外部知

识建立联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基于数字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网络上的数据具有了机器可读性,使得

与参与者、地点和事件相关的信息变得可关联[23],
知识需求者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等方式在网络中

定位到所需的知识。 也可以通过关联功能找到相

关的第三方企业服务机构,借助其快速确定可以

解决相关问题的专家组,降低搜索的时间成本。
另外,基于追溯功能,能够获得知识使用的历史数

据,并据此判断知识与企业需求的契合情况,从而

达到识别和定位所需知识的目的。
企业拥有的知识保护机制使不同企业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 对数字化企业感知功能的使

用可以有效的监控竞争对手的行为[24] ,能够捕

获竞争对手的新动态,包括发布的新产品、引进

的新技术和开设的新业务等,这其中往往隐藏着

与市场未来业务相关的新信息和新外部知识以

及核心的专业知识[38] ,从而降低了企业与竞争

对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使得搜索新的核心外

部知识更容易。
3. 知识重组

知识重组的具体方式是重新组合和应用从企

业内外部获得的混合的知识。 选择恰当的重组方

式对成功的创新很重要。
现有的重组方式主要包括 3 种:依赖内部社会

资本实现的知识重组[40]、基于团队、项目组实现的

知识重组[4]。 3 种方式实现重组的机制并不一致:
①内部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知识传

递来增加企业内知识的流动性,进而提高知识的

重组潜力;②团队通过有效的协调和沟通以促进

组内成员间所携带的不同知识要素的组合;③项

目组筹建的主要方式是根据不同的项目目标将拥

有不同类型知识要素的人重组为新项目组,相互

间发挥协同作用以创造新的产品组合[4]。
数字化转型可以助力这 3 种重组方式。 ①数

字化转型企业拥有的通信和记忆功能有助于社会

资本中涉及的社会互动,并可以加强对存储的知

识元素的管理、分享和转移。 例如,基于通信和数

据库应用等信息技术,不同位置的研究人员之间

可以跨遥远的地理位置和时间管理和共享知识。
②数字化转型企业拥有的记忆和编程功能使得团

队创建和项目组重组更加容易。 将企业成员的信

息数据条目化并统一存储在数据库内,并基于由

开发人员创建的软件代码等可编程模块实现按照

需求精准匹配团队或项目组成员,提升了资源匹

配的速率,也可以满足项目组要求组织成员灵活

变更的需求,还可以及时更新成员信息。
创新成功之前通常需要经历反复测试新知识

组合的过程。 借助编程功能可以通过合并、分类、
重新分类和组合现有知识来帮助创建和测试新知

识组合[8]。 例如,企业借助开发的软件通过添加、
修改和删除知识要素来测试或者改进知识组合,
可实现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效率。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具备的各种数

字化能力对技术创新过程的各环节产生了正向促

进作用,并可以最终体现在创新产出的增加上,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 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

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以上,本文已经指出,数字化转型对创意产

生、知识搜索和知识重组等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

都产生了迥异又相互关联的影响,重塑了企业创

新过程的全流程,从而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

影响。 然而,这种正向影响并不是情境无关和一

成不变的。 以往研究指出,企业的创新与企业的

能力和属性关系密切。 本文提出,创新相关的企

业能力和创新相关的企业属性都可能影响创新过

程和创新的不同环节,从而可能对数字化转型和

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进一步,对
吸收能力、重组潜力、企业规模如何影响数字化转

型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正向关系进行了考察。
以往研究已经指出,企业规模对创新有着多方面

的影响[17,42],吸收能力和重组潜力则被广泛认为

对创新有关键作用[43 - 44]。
(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获取、知识同化、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的

能力构成了企业的吸收能力[45]。 这些能力对于创

新过程及其各环节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吸收能力有利于创意产生。 创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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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依赖于个人认知[16]。 认知是指作为决策基础

的信念和心智模式,它决定了个人的信息处理风

格和创造力[46]。 认知的形成与知识经验相关,而
吸收能力与知识经验提高呈正相关。 新知识的记

忆或者存储往往通过联想学习实现,当新知识与

记忆中先前存在的概念建立起联系时才能被记录

到记忆中[43],越强的吸收能力代表企业的知识储

备越充足[47],使新知识与原有的概念建立联系并

被获取的可能性越高,知识经验则越丰富,这有利

于认知的塑造,并影响了创意思维。
其次,吸收能力及其知识获取能力促进了知

识搜索。 企业的吸收能力及其包含的知识获取能

力加强了企业对于外部知识的识别和评估[47]。 吸

收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判断外部知识的价值并使其

懂得如何将外部知识应用于商业目的,知识获取

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外部产生的对其至关重要

的知识[45]。 从而有助于企业从多样化的外部知识

来源中识别出可用于重组的关键有用的知识元

素[4],提高了知识搜索的效率。
最后,吸收能力促进了知识重组。 一方面,高

吸收能力意味着企业拥有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基

础,这可以促使企业以多种新颖的方式回忆、使用

和组合知识要素[43],增加了知识重组的可能性;另
一方面,吸收能力可以促进来源于企业内外部的

跨越组织和技术界限的已有知识与新知识的整

合[45],为企业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建立新的联

系提供了可能性,进而促进了知识重组。
可见,吸收能力可以助力创新过程的各个环

节。 这表明企业无论是通过拥有的吸收能力,还
是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行创新,都有利于提高创新

产出。 两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

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会创建由带有数字传感

器、网络和处理器的智能机器组成的管理系统,涉
及到了组织变革[48]。 然而,组织惯性造成企业即

使在面临环境威胁时,也很少进行组织变革。 这

表明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对创新产出的

正向促进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设 2: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

在企业吸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更强。

(三)重组潜力的调节作用

高重组潜力要求企业内部的知识具有多样性

和知识拥有者之间密集的互动,可以促进知识的

交流[49]。 这些特征使创新过程各环节的实施变得

容易。
首先,重组能力有利于创意产生。 ①丰富多

样的知识基础更有可能使外部新知识与企业已有

的知识经验建立联系,有助于理解和学习新知识,
进一步扩大认知,从而增强创造力并促进创意产

生[46];②拥有多样化的知识更有可能产生前沿创

意。 广泛的知识基础,加上各种积累的观察和线

索,有助于理解新信息和信息的潜在变化,从而提

高企业发现远距离技术或市场机会的能力[50];
③知识流动性强可以促进单位间的合作和相互学

习,激发现有知识库的活力,并激发创新的新

想法[34]。
其次,重组能力降低了知识搜索的难度。 丰

富多样的知识基础使企业具备了在内部重组现有

知识以创新的能力,减弱了外部知识在创新中的

积极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内部

知识,降低了搜索外部知识的需求。 主要原因是:
①当内部知识可以替代外部知识时,内部知识生

产者往往认为内部知识优于外部知识[33];②对外

部知识的使用会对决策者有限的注意力能力造成

巨大压力[51];③对内部知识的搜索和获取更为容

易,因为内部人员间的沟通更为便利,加大了内部

知识的可转移性,且内部人员间的地理位置更近,
获取知识的成本更低。 因此,高重组潜力使知识

搜索变得容易。
最后,重组能力增加了知识重组的可能性。

由于对企业发明人之间的技术知识转移以及企业

可能设想和执行的技术组合有很大影响[44],拥有

较高重组潜力的企业在重组整合内外部知识时更

有优势。 高重组潜力意味着企业内部拥有大量具

有凝聚力的知识生产集群,他们紧密合作,促进了

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合作[49],提高了企业通过

重组进行创新的可能性。 知识多样性说明知识具

有异质性且范围广泛,往往依赖于大量的知识储

备,增加了知识重组的可能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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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企业拥有较高的重组潜力时,可以助

力于创新过程各环节。 基于企业的惯性理论,当
企业可以基于重组潜力进行创新时,便不会选择

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来创新,即企业的重组潜力

越高,数字化转型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就

越弱,反之就越强。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在企业重组潜力

较低的情况下更强。
(四)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当国内企业规模小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

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
首先,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SMEs)具有

更弱的吸收能力。 企业的吸收能力与企业先前的

研发经验相关[43],而中小企业投资于研发的动力

小于大企业[41]。 主要原因是:①中小企业缺乏闲

置资源和资金投资于研发活动,也难以将研发的

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大的销售基础上;②中小企业

抗风险能力差,难以筹集资金,由于缺乏自行研发

的经验、资金和能力,他们既无法通过经验积累规

避投资风险,也无法通过维持多样化的研究项目

组合分散风险,还难以缓解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难以为高风险项目筹集

资金;③中小企业研发的投资回报有限。 由于规

模有限,中小企业难以利用研发活动的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获取回报。

其次,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构建重组

潜力方面具有劣势。 重组潜力的塑造要求企业具

有多样化的知识。 企业层面的知识重组潜力是在

自下而上从企业成员个人层面的知识行为中产生

的[33]。 可以通过吸引具有不同知识、技能、信息和

经验的多类别成员[49] 来扩大企业知识的多样性。
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资金有限且发展前景不明朗,
他们难以吸引到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 因此,中
小企业的知识多样性弱于大型企业。 重组潜力还

要求企业可以整合多样化的内外部知识[33]。 知识

的整合依赖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允许企业有效

地跨越组织和技术的边界识别和获取新知识,并
使企业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建立新的联

系,最终实现知识的整合[20]。 这意味着吸收能力

弱的中小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也弱于大型企业。
可见,中小企业的重组潜力弱于大型企业。

总之,大型企业可以借助吸收能力和重组潜

力助力于创新各环节的实施,并提高创新产出,中
小企业则不然,因此当企业规模较小时,数字化转

型替代吸收能力和重组潜力在促进创新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设 4: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在企

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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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上海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CSMAR 和 CNRDS 数据

库。 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以沪深证券交易所官网以

及巨潮资讯网为主要数据来源。 CSMAR 数据库是

中国企业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 我们从 CSMAR
数据库中检索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层面

或者母公司层面的数据。 基于本文实证的需要,
我们选择使用 CNRDS 数据库的创新专利数据,来
自 CNRDS 数据库的专利数据可以细化到各个不

同的专利类别。
本文的样本仅限于制造业,最终样本包括了

从 2007—2020 年间涉及的 1 084 家制造业上市公

司的 9 066 个企业年份的观测值,涵盖了 159 个三

级标准行业分类,约占制造业三级标准行业分类

总数的 82. 8% ,可以代表行业的整体情况。
(二)变量测度

1. 因变量

创新产出。 为了衡量创新产出,我们遵循了

以往关于创新的研究,使用上市公司申请的发明

专利数[53]进行测度。 另外,发明专利授权数也是

常用的衡量创新产出的测度。 鉴于企业过去的特

定专业知识为其后续的重新组合创新奠定了基

础,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企业被授权发明

专利的逐年累计数作为创新产出的替代测度。 累

计值始于 1990 年。 例如,2007 年的专利数为 1990
年叠加至 2007 年的值。

2. 自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借鉴吴非等[22]的方法。
以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

统计来刻画其企业数字化转型,并进行了对数化

处理。 本文归集整理了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并
通过 node 程序提取所有文本内容,并以此作为数

据池供后续的特征词筛选。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

征词的确定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数字化词

典。 首先,以吴非等[22] 对数字化转型特征关键词

的界定为基础,并参考了一系列以数字化转型为

主题的经典文献[e. g. , 54],归纳整理出学术领域有

关数字化转型的特定关键词;其次,搜集了中央政

府网站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新闻和政策报告,
筛选相关词汇;最后,补充了《牛津词典》以及灵格

斯词典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分词。 最终确

定了 535 个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并剔除了关键

词前存在“没”“无”“不”等否定词语的表述。
3. 调节变量

吸收能力。 继 Tsai[55] 之后,我们使用研发支

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代表企业的吸收能力。 研发

支出由研发支出期末额来表示。
重组潜力。 本文借鉴了 Grigoriou 等[33] 关于

重组潜力的定义。 使用 ucinet 构建了企业内部的

共同发明网络。 网络的节点是单个的发明人,而
发明人之间的联系代表了一个共同专利事件。 我

们用平均路径长度指标和聚类程度指标来衡量每

个企业的重组潜力。 平均路径长度是公司知识网

络中任何两个发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通过联系

的步数计算)。 平均长度越长,进一步知识重组的

潜力就越大。 聚类程度是指公司的网络围绕着多

个密集的人际协作的本地邻域组织的程度。 我们

使用 ucinet 中整体网络的聚类系数计算公式来计

算聚类程度。 即:网络中闭合三角形的个数与所

有可能三角形(闭合的和开放的)个数的比值。 当

企业拥有高聚类程度时,发生知识重组的可能性

也更高。
4. 控制变量

我们控制了一些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

变量。 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对数化处理)、冗余

资源(权益负债比)、企业规模(企业员工人数的对

数)、企业年龄、行业绩效(平均资产收益率)和行

业增长率(基于行业销售额的增长率),以及年份、
省份和行业。

(三)模型选择

基于专利数测度的创新产出有以下特征:①非

负整数;②标准差(182. 11)大于均值(121. 07)。 由

于存在过离散并结合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负二项回

归的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 考虑到企业创新的过程

需要一定时间,并减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

时等式右边的变量均做了滞后一期的处理。

631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10 期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显示创新

产出的取值范围较大,说明不同企业间的创新产出水

平差距较大。 企业间冗余资源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但是,总体来看,变量基本都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

表 1　 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a,b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创新产出 25. 063 38. 025 0 131
(2)企业数字化转型 2. 847 1. 25 0 7. 026
(3)吸收能力 0. 005 0. 045 0 3. 637
(4)平均路径长度 2. 314 1. 499 0 11. 034
(5)聚类程度 0. 02 0. 07 0 0. 357
(6)企业规模 22. 378 1. 288 17. 641 27. 547
(7)冗余资源 1. 91 3. 333 - 0. 529 140. 245
(8)研发投入水平 14. 339 7. 492 0 25. 025
(9)企业年龄 19. 267 5. 398 3 63
(10)行业绩效 0. 107 0. 048 - 0. 008 1. 159
(11)行业增长率 0. 21 0. 074 0. 006 0. 251

注:a 表示 N =9 066
b 表示为了简洁性,年份、行业和省份控制变量没有包含在内,但
是都被包含在所有的模型内。

(二)实证结果

表 2 展示了 Xtnbreg 模型的实证结果。 结果

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 ( b =
0. 160,p < 0. 001,模型 2),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吸

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交互项对创新产

出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b = - 7. 942,p < 0. 001,模
型 4),假设 2 得到验证。 重组潜力中平均路径长

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交互项对创新产出存

在显著为负的影响( b = - 0. 066,p < 0. 001,模型

5),重组潜力中聚类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

交互项也对创新产出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 b =
- 1. 728,p < 0. 001,模型 5),假设 3 得到验证。 企

业规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交互项对创新产

出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b = - 0. 070,p < 0. 001,模
型 6),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2　 Xtnbreg 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数字化转型 - 0. 160∗∗∗

(0. 013)
0. 089∗∗∗

(0. 012)
0. 070∗∗∗

(0. 013)
0. 096∗∗∗

(0. 022)
0. 125∗∗∗

(0. 012)
0. 084∗∗∗

(0. 022)

吸收能力 - - 0. 019
(0. 170)

0. 054
(0. 157)

0. 033
(0. 167)

0. 011
(0. 168)

0. 047
(0. 161)

平均路径长度 - - 0. 146∗∗∗

(0. 007)
0. 147∗∗∗

(0. 007)
0. 190∗∗∗

(0. 008)
0. 149∗∗∗

(0. 007)
0. 185∗∗∗

(0. 008)

聚类程度 - - - 2. 238∗∗∗

(0. 248)
- 2. 219∗∗∗

(0. 247)
- 2. 444∗∗∗

(0. 329)
- 1. 972∗∗∗

(0. 245)
- 2. 483∗∗∗

(0. 331)

企业规模 - - 0. 250∗∗∗

(0. 014)
0. 257∗∗∗

(0. 014)
0. 271∗∗∗

(0. 014)
0. 300∗∗∗

(0. 014)
0. 281∗∗∗

(0. 014)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吸收能力
- - - - 7. 942∗∗∗

(1. 745) - - - 3. 519 ∗

(1. 704)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平均路径长度

- - - - - 0. 066∗∗∗

(0. 004) - - 0. 058∗∗∗

(0. 005)
企业数字化转型

× 聚类程度
- - - - - 1. 728∗∗∗

(0. 520) - - 1. 852∗∗∗

(0. 524)
企业数字化转型

× 企业规模
- - - - - - 0. 070∗∗∗

(0. 005)
- 0. 016 ∗

(0. 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981∗∗∗

(0. 204)
0. 307

(0. 207)
- 5. 510∗∗∗

(0. 357)
- 5. 598∗∗∗

(0. 356)
- 6. 219∗∗∗

(0. 359)
- 6. 838∗∗∗

(0. 370)
- 6. 420∗∗∗

(0. 369)
N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 1,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下同。

　 　 (三)内生性问题

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数字化

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变

量通过影响数字化而影响创新产出,导致我们无

法观测到这些影响因素,造成样本选择偏差。 这

种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可信,为
避免由于信息缺漏而造成估计的偏误,本文用

Heckman 两步法来进行纠正。 在第一阶段,以企

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0 - 1 变量)作为被解释变

量,并引入外生变量企业数字化无形资产(无形

资产项目中包含关键词 “软件” “网络” “客户

端” “管理系统”以及“智能平台”的部分的和)
为解释变量,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 IMR) 。 然

后将 IMR 加入第二阶段以较正样本选择偏差。
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后发现表 3 与表 2 的结果

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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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Heckman 两步法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模型 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数字化无形

资产
0. 005∗∗

(0. 002)
- - - - - - -

企业数字化转型 - - 0. 168∗∗∗

(0. 018)
0. 109∗∗∗

(0. 016)
0. 083∗∗∗

(0. 017)
0. 058 +

(0. 034)
0. 182∗∗∗

(0. 016)
0. 070 ∗

(0. 034)

吸收能力 - - - 1. 009∗∗

(0. 391)
1. 332∗∗∗

(0. 374)
0. 971 ∗

(0. 378)
0. 988∗∗

(0. 373)
1. 142∗∗

(0. 367)

平均路径长度 - - - 0. 141∗∗∗

(0. 010)
0. 142∗∗∗

(0. 010)
0. 175∗∗∗

(0. 010)
0. 134∗∗∗

(0. 010)
0. 158∗∗∗

(0. 010)

聚类程度 - - - - 16. 062∗∗∗

(1. 493)
- 16. 064∗∗∗

(1. 493)
- 18. 097∗∗∗

(1. 773)
- 14. 856∗∗∗

(1. 477)
- 17. 587∗∗∗

(1. 746)

企业规模 - - - 0. 270∗∗∗

(0. 019)
0. 277∗∗∗

(0. 019)
0. 279∗∗∗

(0. 019)
0. 341∗∗∗

(0. 019)
0. 312∗∗∗

(0. 020)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吸收能力
- - - - - 12. 976∗∗∗

(2. 763)
- - - 6. 472 ∗

(2. 687)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平均路径长度

- - - - - - 0. 060∗∗∗

(0. 005)
- - 0. 039∗∗∗

(0. 006)
企业数字化转型

× 聚类程度
- - - - - - 4. 218∗∗∗

(0. 882)
- - 3. 695∗∗∗

(0. 881)
企业数字化转型

× 企业规模
- - - - - - - 0. 090∗∗∗

(0. 007)
- 0. 045∗∗∗

(0. 010)

IMR - - 1. 456∗∗∗

(0. 265)
- 1. 396∗∗∗

(0. 263)
- 1. 104∗∗∗

(0. 240)
- 1. 019∗∗∗

(0. 240)
- 0. 649∗∗

(0. 238)
- 0. 623∗∗

(0. 235)
- 0. 545 ∗

(0. 2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 646∗∗∗

(0. 688)
1. 517∗∗∗

(0. 308)
0. 794 ∗

(0. 309)
- 5. 427∗∗∗

(0. 488)
- 5. 524∗∗∗

(0. 486)
- 5. 781∗∗∗

(0. 492)
- 7. 349∗∗∗

(0. 504)
- 6. 553∗∗∗

(0. 516)
N 5 057 4 057 4 057 4 057 4 057 4 057 4 057 4 057

　 　 (四)稳健性检验与补充分析

1. 以发明专利授权累计数替换因变量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我们得到了与表 2 基本一

致的结果(见表 4)。

2. 以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专利的合计数替代

因变量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我们也得到了与表 2 基本

一致的结果(见表 5)。
表 4　 替换创新产出为发明专利授权的逐年累计数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数字化转型 - 0. 128∗∗∗

(0. 014)
0. 067∗∗∗

(0. 012)
0. 057∗∗∗

(0. 013)
0. 089∗∗∗

(0. 026)
0. 098∗∗∗

(0. 013)
0. 088∗∗∗

(0. 026)

吸收能力 - - 0. 223
(0. 186)

0. 243
(0. 183)

0. 252
(0. 183)

0. 228
(0. 185)

0. 253
(0. 183)

平均路径长度 - - 0. 154∗∗∗

(0. 008)
0. 155∗∗∗

(0. 008)
0. 188∗∗∗

(0. 008)
0. 153∗∗∗

(0. 008)
0. 191∗∗∗

(0. 009)

聚类程度 - - - 17. 817∗∗∗

(1. 182)
- 17. 779∗∗∗

(1. 182)
- 17. 246∗∗∗

(1. 383)
- 16. 861∗∗∗

(1. 181)
- 17. 289∗∗∗

(1. 385)

企业规模 - - 0. 288∗∗∗

(0. 016)
0. 291∗∗∗

(0. 016)
0. 290∗∗∗

(0. 016)
0. 316∗∗∗

(0. 016)
0. 284∗∗∗

(0. 016)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吸收能力
- - - - 4. 714 ∗

(2. 320)
- - - 0. 069

(2. 293)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平均路径长度

- - - - - 0. 053∗∗∗

(0. 004)
- - 0. 058∗∗∗

(0. 005)
企业数字化转型

× 聚类程度
- - - - - 1. 391 ∗

(0. 669)
- - 1. 377 ∗

(0. 671)
企业数字化转型

× 企业规模
- - - - - - 0. 044∗∗∗

(0. 006)
0. 010

(0. 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876∗∗∗

(0. 250)
0. 318

(0. 253)
- 6. 419∗∗∗

(0. 407)
- 6. 447∗∗∗

(0. 407)
- 6. 684∗∗∗

(0. 411)
- 7. 158∗∗∗

(0. 417)
- 6. 548∗∗∗

(0. 423)
N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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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替换创新产出为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数字化转型 - 0. 157∗∗∗

(0. 012)
0. 083∗∗∗

(0. 011)
0. 064∗∗∗

(0. 012)
0. 113∗∗∗

(0. 019)
0. 116∗∗∗

(0. 011)
0. 104∗∗∗

(0. 020)

吸收能力 - - 0. 022
(0. 145)

0. 041
(0. 136)

0. 030
(0. 141)

0. 016
(0. 142)

0. 035
(0. 138)

平均路径长度 - - 0. 146∗∗∗

(0. 007)
0. 148∗∗∗

(0. 007)
0. 189∗∗∗

(0. 007)
0. 150∗∗∗

(0. 007)
0. 184∗∗∗

(0. 007)

聚类程度 - - - 3. 062∗∗∗

(0. 227)
- 3. 046∗∗∗

(0. 227)
- 3. 014∗∗∗

(0. 291)
- 2. 770∗∗∗

(0. 225)
- 3. 039∗∗∗

(0. 292)

企业规模 - - 0. 226∗∗∗

(0. 012)
0. 232∗∗∗

(0. 012)
0. 249∗∗∗

(0. 012)
0. 276∗∗∗

(0. 013)
0. 258∗∗∗

(0. 012)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吸收能力
- - - - 7. 650∗∗∗

(1. 636)
- - - 2. 367

(1. 592)
企业数字化转型
× 平均路径长度

- - - - - 0. 071∗∗∗

(0. 003)
- - 0. 063∗∗∗

(0. 004)
企业数字化转型

× 聚类程度
- - - - - 1. 135 ∗

(0. 454)
- - 1. 227∗∗

(0. 457)
企业数字化转型

× 企业规模
- - - - - - 0. 077∗∗∗

(0. 005)
- 0. 016 ∗

(0. 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806∗∗∗

(0. 179)
0. 175

(0. 182)
- 5. 054∗∗∗

(0. 312)
- 5. 141∗∗∗

(0. 311)
- 5. 835∗∗∗

(0. 314)
- 6. 352∗∗∗

(0. 322)
- 6. 017∗∗∗

(0. 321)
N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9 066

五、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功能影响企业创

新过程的分析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产出

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吸收能力、重组潜力以及企

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①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显著促进了创新产出;②当企业的吸收能力

和重组潜力更弱或者企业规模更小时,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含:①以往关于数字

化与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对创新结果的

影响,本研究首次从创新过程的角度出发,考察了

数字化如何通过影响创新过程而最终作用于创新

结果,为数字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角度;②本文阐明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

创新全流程的理论机制,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

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从创新

过程的角度揭示了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背后的深层

次逻辑,相较于仅对创新结果的分析,对创新过程

各环节的分析更加具象和深入,丰富和深化了数

字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研究;③本文从创新相关

的企业能力和创新相关的企业属性等方面出发考

察了吸收能力、重组潜力和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

型、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关系的情境影响,延伸了

数字化与创新研究领域的研究;④以往关于数字化

与创新过程的研究多局限于案例研究,本文基于大

样本的二手数据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
增加了相关领域研究方法采用的多样性,也为数字

化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三)现实意义

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政策启示。 政策制定者应

积极顺应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趋势,充分把握数字化

转型促进创新的机遇:①在政策上向鼓励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倾斜,并积极引导企业将数字化发展与

创新过程的结合点匹配起来;②对不同的企业“因材

施教”。 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在创新中面临的困难

不同,政策制定时需考虑到资源分配的合理性。 这

两者均可以提高相关政策有效性和可实施性。
对企业管理人员具有现实意义。 创新作为一

种高投资、高风险的活动,通常让许多企业望而生

畏。 然而,创新作为维持企业生存的关键所在,对
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帮助企业管

理人员理解数字化通过影响创新过程促进创新产

出的内在逻辑,为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从而可能帮助企业缩减创新成

本并提高创新成功率。 而且,本文还针对具有不

同属性的企业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并找到了适合

他们的创新方式,从而可能为不同属性企业的创

新提供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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